
第 21 卷第 4 期
2020 年 8 月

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 21 No. 4
Aug. 2020

[收稿日期] 　 2020-05-14
[基金项目] 　 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湖南省碳排放增长的驱动路径分解、关键路径识别及减排政策优化研究”资助

(编号:2019JJ50512);2020 年度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项目“中美经贸摩擦下湖南粮食安全风险聚焦
及规避机制研究”资助(编号:XSP20YBZ193)

[作者简介] 　 邓荣荣(1981—),女,湖南衡阳人,南华大学经济管理与法学学院副教授,博士。
1 南华大学经济管理与法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FDI、环境规制与中国的碳排放强度
———基于门槛面板模型的实证　 　 　

邓荣荣,张翱祥1

(南华大学 经济管理与法学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摘　 要] 　 基于我国 1999—2016 年 30 个省市自治区的平衡面板数据,构建联立方程模型探究 FDI 对我国碳排放强度的

影响机制和作用方向,并采用门槛面板模型研究 FDI 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是否具有基于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 结果表明,
FDI 通过规模效应渠道增加了我国的碳排放强度,但能通过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和环境规制效应降低我国的碳排放强度。 以

环境规制作为门槛变量时,发现 FDI 对我国区域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具有双门槛效应,环境规制程度较低或者过高时,FDI 的流

入会不利于地区的碳减排;环境规制强度适当时,FDI 会对地区的碳减排产生有利影响。 在目前的环境规制强度下,FDI 的流

入降低了我国大部分地区的碳排放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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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巴黎协定》的签订为全球各国提供了

新的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纲领,作为世界上最大的

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为《巴黎协定》的通过做出了

巨大贡献,提出了自主减排承诺:到 2030 年左右中

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峰值,且单位 GDP 产生的

二氧化碳排放量 (碳排放强度) 较 2005 年下降

60% ~65% 。 这对尚处于经济快速发展并引致能源

需求不断上升的中国而言是一场严峻的挑战。 同

时,在以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为特征的经济全

球化趋势下,我国积极引进外来投资作为本国经济

增长的源动力。 现有研究表明,持续注入的外商投

资能通过资本形成、技术提升、管理优化等途径促进

中国外贸的发展和本土企业技术与管理水平提升,
但在中国温室气体排放量逐年递增和环境质量持续

下降的背景下,外资进入引起的环境污染问题也成

为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我国在《巴黎协定》
中设定的碳排放强度减排目标旨在以较低的能耗和

碳排放水平来获得更多的产值,这一目标与近年来

我国提出的“绿色发展”理念高度契合。 十八大以

来,中国的环境规制力度逐渐加大,以环境保护和节

能减排为目的的政策和措施不断出台。 那么,FDI
对我国各地区碳排放强度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效应?
其作用机制如何? 在不同程度的环境规制强度下,
FDI 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方向是否会有变化? 上述

问题的回答对客观认识我国引进外资的生态利益得

失,完善招商引资方向和环保政策具有重要的理论

与现实意义。

一　 文献综述

近年来,随着国际社会对碳排放的广泛关注,
FDI 对一国碳排放的影响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焦点议

题之一。 现有文献大多从三个角度对东道国 FDI 与
碳排放的关系进行研究。 第一,FDI 促进了东道国

的碳排放增加,产生“污染避难所”效应。 例如,牛
海霞和胡佳雨(2011)基于中国 28 个省市面板数据

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FDI 与我国碳排放规模正相

关,且导致人均 CO2 排放量的增加[1];Ren S et al.
(2014)基于产业面板数据,采用投入产出法和两步

GMM 估计方法检验 FDI 对中国 CO2 排放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FDI 的大量流入加剧了中国的 CO2



排放量[2];Zhang Y et al. (2018)将 FDI 效应纳入美

国碳排放函数,实证结果证实 FDI 的增加是通过增

加碳排放而阻碍了美国环境质量的提升[3];王少剑

和黄永源 (2019) 采用面板分位数回归方法,对

1992—2013 年 283 个城市碳排放强度的空间溢出

效应和驱动因素进行了分析,发现 FDI 和交通排放

是增加碳排放强度的主要因素[4]。 第二,FDI 抑制

了东道国的碳排放。 该观点的支持者认为发达国家

在东道国的投资产生了减排技术的外溢,产生“污
染光环” 效应。 例如, Frankel J A 和 Rose A K
(2011)的研究表明,FDI 流入可以带动东道国企业

实现清洁生产,进而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改善东道国

环境质量[5];Elliott R J R et al. (2013)基于 2005—
2008 年中国地市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 FDI 与能源

强度的关系,发现 FDI 流入与能源强度之间存在显

著的负相关,这对流入地的碳减排有利[6];周杰琦

和汪同三(2017)采用弹性分析法测算了 FDI 对我

国碳排放绩效的总效应和分效应,结果表明 FDI 改
善了我国的碳排放绩效[7]。 第三,FDI 通过不同的

渠道对碳排放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Grossman 和

Krueger(1995)将经济增长对一国生态环境的影响

分解为生产规模、产业结构和技术进步三种效

应[8],现有研究大多遵循这一框架探究 FDI 对环境

的影响效应。 例如,He J(2006)基于中国 29 个省份

工业 SO2 排放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外商

直接投资通过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导致 SO2 的排放

增加,以此来抵消通过技术效应和加强环境规制导

致的减排结果,故 FDI 对工业 SO2 排放的整体影响

较小[9];张宇和蒋殿春(2014)从产业结构、总体和

技术进步三个方面实证研究了 FDI 和政府监管对水

污染的影响,结果显示,FDI 在引起产业结构向污染

性行业转移的同时没有产生显著的技术促进效应,
总体上对我国的环境状况产生了负面影响[10];周杰

琦等(2019)构建联立方程模型实证分析了 FDI 对

雾霾污染的影响,结果表明,FDI 通过产业结构渠道

加剧雾霾污染,但可通过环境技术与经济发展渠道

降低雾霾污染[11]。 随着研究的持续深入,一些学者

认为基于线性关系研究 FDI 对碳排放的影响效应具

有一定的局限性,即二者可能由于“门槛效应”的存

在而产生非线性关系[12],少量研究开始关注 FDI 对
碳排 放 影 响 的 门 槛 条 件。 例 如, Song 和 Woo
(2008) [13]的研究结果表明,当东道国收入较低时,
FDI 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可能较大,收入水平达到一定

门槛条件时将抑制其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李子豪

(2015) [14]、郑强等(2017) [15]、黄杰(2017) [16]、王晓

航(2019) [17]等学者利用门槛面板模型探索了 FDI
对我国环境的影响,发现 FDI 对中国环境污染的影

响存在经济发展、环境规制、人力资本、金融发展、对
外开放等变量的门槛效应,当越过相应门槛时,FDI
将会改善东道国的环境污染状况。

综合而言,现有的研究在方法上大多借助单方

程模型来检验 FDI 的碳排放效应,但 FDI 对碳排放

或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往往通过一些中介变量来实

现,单方程回归难以刻画 FDI 和碳排放强度之间错

综复杂的影响渠道和反馈机制,也容易忽略变量之

间互为因果而产生的内生性问题。 此外,现有研究

大多基于线性关系分析 FDI 与碳排放的关系,忽略

了二者间由于“门槛效应”的存在而导致非线性关

系的存在,在现有研究 FDI 与碳排放的“门槛效应”
的相关文献中,从环境规制视角研究 FDI 对碳排放

强度“门槛效应”的文献较少。 因此,我们基于我国

1999—2016 年 30 个省市(除港澳台、西藏外)的平

衡面板数据,构建联立方程模型来探究 FDI 对我国

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方向。 此外,采用门

槛面板模型研究 FDI 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是否具有

基于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并对该“门槛效应”及相

应门槛值进行实证检验和估计,以期在招商引资、环
境规制政策等方面提出建议。

二　 实证模型、变量与数据

(一)碳排放强度的计算及因素分解

本文核心的被解释变量为碳排放强度,通过计

算碳排放总量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得到,即 CI =
Tc / GDP。 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计算公式如式(1)
所示:

Tci = ∑
8

j = 1
E ijλ j (1)

　 　 式(1)中,下标 j 表示煤炭、焦炭、原油、汽油、煤
油、柴油、燃料油、天然气等 8 种主要能源;E ij 表示 i
地区对第 j 类能源的消耗总量;λ j 表示第 j 种能源的

碳排放系数,λ j 的计算公式如式(2)所示:
λ j = NCV j × CEF j × COF j × (44 / 12) (2)

　 　 式(2)中, NCV 为 2007 年《中国能源统计年

鉴》提供的各类能源的平均低位发热量,单位为千

焦 /千克或千焦 /立方米;CEF 为 IPCC(2006)提供

的各类能源的缺省排放因子,单位为千克 / 106 千

焦;COF 是碳氧化因子(依据 IPCC 的建议取值为

1);44 和 12 分别为二氧化碳和碳的分子量,44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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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为将碳转化为二氧化碳的系数。
进一步,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因式分

解,如式(3)所示:

CI = ∑
3

i = 1
∑

8

j = 1

Tcij
GDP

= ∑
3

i = 1
∑

8

j = 1

Tcij
E ij

× E ij

E i

× E i

GDP i

× GDP i

GDP

= ∑
3

i = 1
∑

8

j = 1
λ jEs jEeiIsi (3)

　 　 式(3)中,CI 为碳排放强度;Tcij 表示第 i 产业

第 j 种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量;λ j 表示消耗单位第 j
种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即碳排放系数;Es j 为第 i
产业第 j 种能源消耗量占总一次能源消耗量的比

重,即能源结构;Eei 为第 i 产业单位 GDP 所消耗的

能源,即能源效率;Isi 为第 i 产业产值占 GDP 的比

重,即产业结构。 式(3)的分解结果显示,决定碳排

放强度的直接因素为能源碳排放系数、能源结构、产
业结构和能源效率。 鉴于能源碳排放系数在短期相

对固定,且煤炭在中国为最丰富且廉价的能源,受能

源需求及要素禀赋的制约,未来中国的主要能源消

耗种类仍将是煤炭资源,能源碳排放系数与能源结

构两因素变化的节能减排空间相对有限,因此,产业

结构和能源效率的改进对中国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为

本文关注的重点。 此外,能源效率的改进主要通过

技术进步实现,故本文研究产业结构和技术进步对

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效应。
(二)联立方程模型设定

由于普通的单方程模型并不能反映各变量复杂

的影响机制,变量间的互相影响也会造成内生性问

题,因此本文建立联立方程模型来解决上述问题。
模型设定如下:
lnCiit = α10 + α11 lnPGDP it + α12(lnPGDP it) 2 +

α13 lnIsit + α14 lnTecit + α15 lnRegit + εit (4)
lnPGDP it = α20 + α21 lnPkit + α22 lnPcit + α23 lnFDIit +

μit (5)
lnIsit = α30 + α31 lnPGDP it + α32 lnFDIit + α33 lnRegit +

α34 lnEgit + φit (6)
lnTecit = α40 + α41 lnPGDP it + α42 lnFDIit + α43 lnRegit +

α44 lnRdit + φit (7)
lnRegit = α50 + α51 lnPGDP it + α52 lnCIit + α53 lnIsit +

α54 lnFDIit + α55 lnNregit + γit (8)
lnFDIit = α60+ lnPGDP it -1+ α62 lnRegit -1 + α63 lnMarit +

α64Openit + υit (9)
式(4)至式(9)中,i 表示省份,t 表示年份,α 为

截距参数和斜率参数,ε、μ、φ、φ、γ 和 υ 为随机误

差项。
式(4)是碳排放强度(CI)的决定方程,解释变

量为人均收入水平(PGDP)、产业结构( Is)、技术创

新能力(Tec),同时引入人均收入水平的二次项检验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是否存在。
式(5)是经济增长方程,被解释变量为人均收

入水平(PGDP),以检验 FDI 通过影响地区经济增

长水平对碳排放强度造成的影响。 根据内生经济增

长理论,人均产出的增加来源于资本的积累和技术

进步,在模型中引入了人均资本存量(Pk),技术进

步是内生的,考虑到 FDI 的技术外溢和环境效率会

影响生产率,我们在模型中引入了外资依存度

(FDI)和人均碳排放量(Pc)。
式(6)是产业结构方程,用来检验 FDI 和环境

规制对东道国产业结构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为东道

国的产业结构( Is),解释变量包括人均国内生产值

(PGDP)、外资依存度(FDI)、环境规制强度(Reg)
和能源禀赋(Eg)。

式(7)是技术创新方程,主要考察 FDI 和环境

规制对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为技术创

新能力(Tec),主要解释变量为外资依存度(FDI)、
环境规制强度(Reg)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GDP),
除此之外,我们还引入了研发投入(Rd)。

式(8)是环境规制的决定方程,根据前文的分

析,制约政府环境规制决策的因素主要是地区经济

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能源要素禀赋和 FDI,所以相

对应,我们选择被解释变量为环境规制强度(Reg);
解释变量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GDP)、产业结构

( Is)、外资依存度(FDI)和相邻地区环境规制强度

(Nreg)。 由于碳排放对于环境规制具有倒逼效应,
因此我们还引入了碳排放强度(CI)作为解释变量

式(9)是外商直接投资方程,被解释变量为外

资依存度(FDI),解释变量除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PGDP)和环境规制强度(Reg)外,我们还引入了市

场化程度(Mar)、对外开放程度(Open)。 由于外商

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滞后特征,所以我们引入了人

均国内生产总值(PGDP)和规制强度(Reg)的滞后

项来解释现期的外资情况。
(三)门槛面板模型

根据联立方程模型可知,FDI 通过产业结构、减
排技术、经济发展水平三种渠道对一国碳排放强度

产生影响。 理论上,FDI 这三种效应的发挥一定程

度上取决于政府的环境规制强度,那么,环境规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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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构成 FDI 影响中国碳排放强度的“门槛条件”?
FDI 的对碳排放强度的总效应如何,是否会因为环

境规制强度不同而存在区间效应? 为研究这些问

题,我们基于联立方程组中碳排放强度的决定式设

定如下门槛模型:
lnCi = β0 + β1 lnPGDP it + β2(lnPGDP it) 2 + β3 lnIsit +

β4 lnTecit+ β5 lnRegit+ β6 lnFDIit∗I( thr≤ γ) +
β7 lnFDIit∗I( thr > γ) + ui + φit (10)

其中,i 表示省份,t 表示年份;β 为截距参数或

斜率参数;ui 为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效应,如地域

文化、地理优势等;I(·)为指示函数,取值为 1 或

0;thr 为门槛变量;γ 为门槛值,由数据本身决定。
对此模型的估计分为两步:第一,估计门槛值以及核

心解释变量的参数估计值,这一步主要通过假定门

槛条件下最小化残差平方和得到。 第二,对门槛效

果的检验和对门槛估计值是否真实的检验。
第一步是门槛值的估计,主要通过逐步提高或

降低假定门槛值,进行最小二乘回归,残差平方和

S1(γ̂)最小时的门槛值 γ̂ 即为我们需要的门槛值。
假设存在双重门槛,那么需要在确定第一个门槛值

后,按相同方法寻找第二个门槛值,然后固定第二个

门槛值,再次估计第一个门槛值,直到两个门槛值较

为稳定为止。
第二步为检验,门槛效果检验的原假设为无门

槛(H0:β1 =β2),检验统计量为:

F1 = (S0 - S1( γ̂)) / σ̂2 (11)

　 　 S0 为在原假设下得到的残差平方和,S1( γ̂)为

根据门槛估计值分组估计后的残差平方和。 统计量

的分布是非标准的。 根据 Hansen 的建议,采用“自
抽样法” (Bootstrap)来获得其渐进分布,构造其 P
值。 门槛值是否真实检验的原假设为 H0: γ̂ = γ0。
构造似然比统计量:

LR1(γ) = S1(γ) - S1( γ̂)
δ̂2

(12)

　 　 该统计量也是非标准分布的,Hansen 计算出了

拒绝区间。 显著性水平为 α 时,LR1(γ)≤C(α) =

-2ln[1- (1-α) ],则不能拒绝原假设。 以上是单

个门槛的检验,若有多个门槛,可依次进行检验。
(四)指标构建与数据来源

1. 外资依存度(FDI)。 由于存量指标能够更加

合理地反映外资对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减排技术、
环境规制的影响,本文选择采用(FDI)存量指标,采
用永续盘存法进行测算,资本折旧率借鉴张军和章

元(2004)的测算结果,取值为 9. 6% ,初始值取 1999
年资本流量作为存量[18]。 将外资存量与地区生产

总值的比值作为当年该地区的外资依存度。
2. 环境规制强度(Reg)。 采用各地区污染治理

完成投资占当年 GDP 的比重来表示环境规制强度。
3. 产业结构( Is)。 采用第二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来表示。
4. 技术创新能力(Tec)。 借鉴白俊红和蒋伏心

(2015)的做法,对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外观专利授

权数分别附加权重 0. 5、0. 3、0. 2 进行加总来表示某

一地区的技术创新能力[19]。
5.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PGDP)。 先将该地区的

GDP 平减指数平减至 1999 年,以此来计算其实际

值,再除以当地总人口数得到人均 GDP。
6. 人均资本存量(Pk)。 资本存量的计算方法

与外资存量相同,本文选取 1999 年资本量作为初始

资本存量。 计算每年的资本存量,再除以该地区的

当年总人口数。
7. 能源禀赋(Eg)。 以各地区人均一次能源生

产量来表示。 鉴于数据的可得性我们选取了焦炭、
原油、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和天然气 7 种能源产

量折算成标准煤求和得到该地区能源产量水平。
8. 研发投入(Rd)。 以各地区研究与试验发展

(R&D)资金与从事科技活动人员的比重来表示。
9. 相邻地区环境规制强度(Nreg)。 采用接壤

地区环境规制强度的平均值来表示。
10. 市场化程度(Mar)。 本文借鉴樊纲(2011)

等测算的市场化指数来表示市场化程度[20]。
11. 对外开放度(Open)。 以各地区进出口货物

总额与 GDP 的比值来表示。
12. 人均碳排放(Pc)。 碳排放量与各地常住人

口之比。
鉴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 1999—2016 年除

港澳台以及西藏外其他 30 个省、直辖市、民族自治

区的平衡面板数据。 原始数据来源于各年份《中国

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中国环境统计年

鉴》以及各省市的统计年鉴。

三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联立方程组的估计与分析

本文建立联立方程模型来解释各变量之间的关

系,为解决内生性问题,采用 3SLS(三阶段最小二乘

法)进行估计,该方法既可以解决变量之间的内生

性问题,也能解决序列相关问题,比 2SLS 方法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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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 估计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联立方程组估计结果

自变量
因变量

(4)lnci (5)lnpgdp (6)lnis (7)lntec (8)lnreg (9)lnfdi

lnpgdp 0. 416∗∗∗(0. 08) 0. 164∗∗∗ 0. 266∗∗(0. 11) -0. 256∗∗∗(0. 05)

(lnpgdp) 2 0. 438∗∗∗(0. 06)

lnis 4. 368∗∗∗(0. 30) 2. 210∗∗∗(0. 17)

lntec -0. 612∗∗∗(0. 04)

lnreg -0. 153∗∗(0. 07) 0. 208∗∗∗(0. 02) -0. 342∗∗∗(0. 10)

lnpk 0. 231∗∗∗(0. 02)

lnpc 0. 186∗∗∗(0. 04)

lnfdi 0. 956∗∗∗(0. 10) -0. 119∗∗∗(0. 04) 2. 862∗∗∗(0. 25) 0. 528∗∗∗(0. 15)

lneg -0. 020∗∗∗(0. 01)

lnrd 0. 788∗∗∗(0. 06)

lnci 0. 553∗∗∗(0. 05)

lnnreg 0. 230∗∗∗(0. 04)

L. lnpgdp 0. 197∗∗∗(0. 04)

L. lnreg -0. 0387∗(0. 02)

lnmar 0. 512∗∗∗(0. 06)

lnopen 0. 0337∗∗(0. 02)

Constant 8. 608∗∗∗(0. 40) 0. 0634(0. 06) 0. 461∗∗∗(0. 11) 4. 605∗∗∗(0. 71) -3. 901∗∗∗(0. 35) -1. 514∗∗∗(0. 17)

R-squared -0. 635 -0. 044 -0. 145 -0. 540 0. 096 -0. 072

　 　 注:∗∗∗、∗∗、∗分别表示在 1% 、5%和 10%水平上显著。 括号中为标准误差

　 　 方程(4)的结果显示,经济的增长加剧了碳排

放强度的提升,而 lnPGDP 的二次项系数为正,表明

1999—2016 年碳排放强度与地区发展水平并未出

现倒“U”型特征,在此期间我国依靠逐步发展工业

经济推动国民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并未实现转型,环
境规制也相对放松,所以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下降的

部分并未在我国实现。 lnIs 的系数为正,说明第二

产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比例越高,碳排放强度越高。
lnTec 的系数为负,说明技术的发展会对地区的碳减

排产生有利影响。 lnReg 系数为负,说明环境规制

有效地阻止了碳排放强度的提高。
方程(5)、(6)分别刻画了 FDI 通过影响经济发

展对碳排放强度产生的规模效应、结构效应。 通过

方程(5)的估计结果可以得出 FDI 通过促进经济增

长引起碳排放强度提升的结论,外商直接投资的进

入在刺激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对地方碳减排产生

了不利的影响,从方程(6)的结果来看,FDI 引起第

二产业占比的下降,这说明 FDI 并没有流入高能耗

行业集中的第二产业,而是能通过产业关联效应促

进产业结构向低能耗低排放的反向转移,对地区碳

减排产生了正向的促进作用,因此“污染避难所”的
情况并未发生。 我们注意到环境规制的系数为正,
这说明环境规制并未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促进作

用,根据以往文献,我们推测其原因可能在于:环境

规制产生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作用需要达到一定的门

槛,在此期间,地方可能并未到达一定的门槛,导致

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不明显。
方程(7)显示了各种因素对技术变化的影响。

人均 GDP、FDI 和 R&D 的系数为正,表明三者可以

带动技术的进步,从效果来看 FDI 对技术进步的贡

献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而环境规制的系数为负,这
说明环境规制的“倒逼减排”并没有实现,或许产生

了另一种现象“绿色悖论”:当政府提高能源政策强

度时,化石燃料供应方对未来行情预期变差,于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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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期市场大量投入化石燃料,市场会导致供应激增,
价格下降,企业会大量购买化石燃料,势必会挤占技

术资金和研发投入。
方程(8)分析了各种因素对环境规制强度的制

约。 其中,lnPGDP 的系数为负,表明研究期内经济

发展水平和环境规制呈现反方向变动的情况,其原

因可能在于“十五”到“十三五”期间,尽管中国环境

保护的政策力度加大,但在宏观经济高速发展趋势

下,各地政府对经济增长具有乐观的预期,认为地区

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后发优势和潜力,环境政策的

“非完全执行”在地区层面是普遍存在的现象[21]。
lnFDI 的系数为正,表明外资的流入给地方环境带

来了一定的压力。 lnCi 的系数为正,说明碳排放强

度的增加会引起地方政府采取相应的环境保护措

施,“绿色发展”对各地方政府提出新的要求,力求

控制甚至减少碳排放强度,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此外,邻近地区与本地的环境规制呈正相关,这说明

地区间可能存在着示范效应。
方程(9)主要解释了各种因素对 FDI 流入的影

响,可以看出上一期环境规制比较严苛时,会抑制外

资的进入。 发达国家在外国进行投资的主要目的是

进行产业转移,当东道国环境规制变得严苛时,这一

动机就不再强烈,但是从系数大小来看效果微弱,并
不是阻碍 FDI 流入的主要因素。 上一期人均 GDP
的增长会促进 FDI 的流入。

(二)门槛面板模型分析

表 1 的实证结果表明,FDI 通过规模效应增加

了碳排放强度,通过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降低了碳

排放强度。 而 FDI 对产业结构和技术进步的影响一

定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环境规制强度,FDI 对碳排

放强度的总效应如何,是否会因为环境规制强度不

同而存在区间效应,为研究此问题,我们将对门槛面

板模型方程(10)进行估计检验。
首先判定门槛值的数量。 采取了自抽样(Boot-

strap)的方法对估计的门槛值进行显著性检验,F 值

和通过自抽样得到的 P 值如表 2 所示,当我们以环

境规制作为门槛变量时,双重门槛在 1% 的显著性

水平上拒绝了原假设,而三重门槛不能拒绝原假设,
因此我们判定模型存在两次结构突变,进而对双重

门槛模型进行分析。 对双门槛的估计值和 95% 置

信区间如表 3 所示,我们根据两个门槛值将环境规

制分为低环境规制强度( lnReg≤-7. 749)、中等环

境规制强度(-7. 749<lnReg≤-5. 947)和高环境规

制强度(lnReg>-5. 947)三个等级。

表 2　 门槛效果自抽样检验

门槛数量 F 值 P 值
临界值

1% 5% 10%

单一门槛 16. 340∗∗ 0. 020 20. 986 11. 779 8. 750

双重门槛 19. 914∗∗∗ 0. 000 9. 149 5. 215 3. 146
三重门槛 0. 000 0. 120 0. 000 0. 000 0. 000

　 　 注:∗∗∗、∗∗、∗分别表示在 1% 、5%和 10%水平上显著

表 3　 门槛估计值和置信区间

门槛数 估计值 95%置信区间

门槛 γ1 -7. 749 [-8. 169,-7. 614]
门槛 γ2 -5. 947 [-8. 340,-5. 098]

根据前面的分组对双门槛模型变量的系数估计

值如表 4 所示,我们重点看 FDI 系数的变化。 在低

环境规制强度下,FDI 的系数为正,对碳排放强度的

影响并不显著。 在中等环境规制强度下,FDI 的系

数值为负,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在这个区间,
FDI 流入促进了当地碳排放强度的降低。 当环境规

制到达较高的区间时,FDI 系数仍然为负,但是效应

比上一区间有所降低。 总结分析的结果,当环境规

制程度较低时,FDI 可能会通过规模效应增加当地

的碳排放强度,但效果并不显著;当环境规制跨过一

定的门槛时,会充分发挥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对地

方碳排放强度的总效应为负;当环境规制强度过高

时,总体效应有所降低。
表 5 给出了 2016 年 30 省市自治区(除港澳台、

西藏外)根据环境规制门槛值进行分组的结果,可
以看出大部分省市自治区处在第二个区间,说明

FDI 在现阶段会对中国各地区的碳减排工作产生积

极的推动作用。

表 4　 门槛系数估计结果

变量 变量含义
系数

估计值
t 值

lnPGDP 人均生产总值 0. 354 8. 64∗∗∗

(lnPGDP) 2 人均生产总值二次项 -0. 0838 -3. 34∗∗∗

lnTec 技术水平 -0. 205 -12. 35∗∗∗

lnIs 产业结构 0. 728 9. 09∗∗∗

lnReg 环境规制强度 0. 13 8. 04∗∗∗

lnFDIa 低环境规制下的外资依存度 0. 0321 0. 55

lnFDIb 中等环境规制下的
外资依存度

-0. 235 11. 77∗∗∗

lnFDIc 高环境规制下的外资依存度 -0. 159 -4. 21∗∗∗

　 　 注:∗∗∗、∗∗、∗分别表示在 1% 、5%和 10%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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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016 年 30 个省市区间分组

环境规制分组 省市分组

低环境规制地区 京、粤、川、渝、琼、湘

中等环境规制地区
苏、蒙、陕、赣、新、晋、冀、鲁、豫、沪、
鄂、吉、桂、闽、甘、津、皖、贵、云、辽、
浙、黑

高环境规制地区 青、宁

四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我国 1999—2016 年 30 个省市自治区

(除港澳台、西藏外)的平衡面板数据,构建联立方

程模型探究 FDI 对我国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机制和作

用方向,并采用门槛面板模型研究 FDI 对碳排放的

影响是否具有基于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 联立方程

组的回归结果表明:FDI 借助增加生产规模的途径

增加了我国的碳排放强度,相反,亦通过结构效应、
技术效应和环境规制效应的渠道降低了我国各地区

的碳排放强度。 门槛面板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当
环境规制较低时,FDI 对我国碳排放强度的结构效

应和技术效应不足以抵消规模效应,当环境规制提

高并保持在一定的强度时,FDI 才会有效发挥技术

效应和结构效应来抵消规模效应对我国碳排放产生

的不利影响。 从总体上来看,在现阶段我国的环境

规制强度下,FDI 的流入降低了我国的碳排放强度,
有利于我国的环境保护。

针对以上结论,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制定差异化的环境规制政策。 各地区的

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资源配置效率等都存在差

异,因此各地不应该采取“一刀切”的同等措施,应
因地制宜采取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 例如,东部地

区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可制定更加严厉的环境规制

政策,尽早完成产业转型升级,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
第二,继续提高环境规制强度。 考虑到实现我

国 2030 年碳减排目标任务的紧迫性和艰巨性,各地

方可继续适度提高环境规制强度,扩大 FDI 碳减排

效应的同时,发挥环境规制对碳减排的直接促进作

用,而处在低环境规制强度组的北京、广东等地将其

规制强度提高至能充分发挥 FDI 碳减排效应的

区间。
第三,完善产业结构政策,发挥环境规制通过结

构效应对碳减排的促进作用。 地方政府应完善企业

退出机制,适时更新企业负面清单,通过勒令高能耗

企业整改、强制低产能企业兼并重组等方式降低环

境负外部性,淘汰落后产能。 制定完整持续的产业

发展政策,循序渐进,推动经济绿色发展。
第四,鼓励科技创新。 通过环境规制倒逼企业

寻求清洁的生产技术,政府可以通过给予技术补贴

帮助企业自主创新,完成减排目标。 提高外资准入

门槛,扩大对高质量外资的引入,对具有清洁技术的

外资企业给予政策优惠,寻求扩大 FDI 的“污染光

环”效应。
第五,重视多种环境规制方式的运用,使正式环

境规制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同时发挥作用,加大绿色

环保宣传,增强居民环保意识,鼓励绿色产品消费,
引导更多群众加入到环境保护的队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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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I,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in China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hreshold panel model

DENG Rong-rong, ZHANG Ao-xiang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balance panel data of 30 provinces and cities in China from 1999 to 2016,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simul-
taneous equation model to explore the impact mechanism and direction of FDI on Chinas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and uses the
threshold panel model to study whether the impact of FDI on carbon emission has the threshold effect based on Environmental regula-
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FDI increases the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of China through the channel of scale effect, but it can improve
the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of China through the structure effect, technology effect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effect. When environ-
mental regulation is taken as threshold variable, it is found that FDI has double threshold effect on regional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in
China. When the level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s low or high, FDI inflow will be detrimental to regional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When the intensit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s appropriate, FDI will have a favorable impact on regional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And under the current intensit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the inflow of FDI in most regions of China has improved regional carbon e-
mission reduction.

Key words:　 FDI;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threshold effect
(本文编辑:魏玮)

86 　 　 　 　 　 　 　 　 　 　 　 　 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年


